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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越来越成为建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基础。当前普遍存在

的初婚推迟现象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了持续挑战。既有以初婚年龄考察教育水平提升与婚姻推迟间关系的研

究存在忽视教育发展客观性和必然性、计量模型内生性问题难以解决、无法解释教育对婚姻市场的实际影响等一系

列问题，既没有为现代社会婚姻匹配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经验证据，也难以客观反映中国教育发展与婚配市场的实际

状况，需要重新审视教育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 2010—2021年 5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在实际初婚年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最高学历毕业时间作为观察时点，从“毕业-初婚间隔”维度

探究高等教育带来的初婚自然推迟以外的社会经济净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剔除了上学的自然推迟之后，高等教

育显著正向影响初婚风险，缩短毕业-初婚间隔，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上学的“禁闭效应”最终会

转化为婚配市场中的社会经济优势效应、年龄追赶效应和同群社交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年轻人更快进入婚姻。异

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相对于专科和本科毕业生具有更明显的婚配优势。相对于女性，高等教育对男性的初婚优

势主要体现在专科和本科学历层次，但在研究生学历层次出现逆转。随着人口出生队列的推移，大学专科和本科学

历层次的婚配优势减弱，研究生学历层次的婚配优势增强。受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深刻影响，高学历的婚配优势愈

加凸显，逐渐抵消甚至扭转上学对初婚造成的自然推迟，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在约束力逐渐超越自然推迟效应，

成为当代中国初婚年龄推迟的主要动因。研究表明单纯从初婚年龄角度推测教育与婚姻的关系无法估计出高等

教育对初婚推迟形成的净影响，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语境下的婚配行为和婚姻市场状况提供了有力新证据和新理论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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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婚姻通常关联着家庭的建构与发展，是每个人生命历程中十分重要的事件和人生阶段，对推动

人口再生产、社会再生产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有着特殊的意义。［1-2］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观念

对婚姻家庭都非常重视，传统模式中的婚姻不仅只是夫妻之间的合法缔结，也关乎双方家族的传承

延续。先成家而后立业才是更为被认同和接受的良俗价值，社会普遍奉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

早婚与普婚传统。［3］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婚姻观念与行为已经发生

了深刻变化，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进入婚姻的年龄均明显推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

1990—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从 22.9岁增加到 28.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 23.6岁上升到

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也从 22.2岁提升到 28.0岁。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给出了影响生育水平的

多个因素，初婚初育年龄便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4］鉴于婚内生育仍占主流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

景，初婚推迟直接导致生育行为延后、生育水平降低，对中国人口数量和质量的长期均衡发展带来挑

战。［5-6］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长期低生育率主导的人口减量发展趋势凸显的新形势下，关注婚龄人群

初婚推迟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议题，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和重要的生命历程阶段在解释初婚推迟的理论框架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7-9］人们普遍认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影响初婚年龄。［10-11］接受高等教育延后了婚龄人

口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改变了生命历程进度，使初婚时间推迟。［12］现有文献似乎也已经得出比较一

致的结论，高等教育在客观上产生了冲击婚姻市场的“教育悖论”，具有显著的初婚推迟效应。［13-14］杨

克文和李光勤认为受教育程度每增加 1年，初婚年龄将会推迟 0.11年。［15］朱州和赵国昌基于 2010—
2015年CGSS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多接受 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将延后 1.5年。［16］然而，随着

现代社会结婚成本和社会经济压力越来越高，高等教育能够带来的经济优势和发展潜力在婚姻市场

中的有利地位愈发增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高等教育提高了婚姻进入的可能性，而既有分析

教育与婚姻形成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这一现实问题。

在人口婚育转变与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新形势下，有必要重新探讨高等教育与婚姻推迟间的关

系，明晰高等教育发展对我国初婚推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此，本研究将基于 2010—2021年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在实际初婚年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最高学

历毕业时间作为观察时点，从“毕业-初婚间隔”维度来衡量婚姻事件的发生概率，考察高等教育带来

的初婚自然推迟效应以外的社会经济净效应。旨在尝试为重新审视教育与婚姻的关系提供新理论

视角，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境下的人口婚育行为转变提供新经验证据，不仅有助于解释当代

婚姻模式转型乃至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中的人口新特征新现象，还对进一步完善婚育支持政策、促

进适龄婚育和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文献回顾与评述

大部分探讨教育与婚姻行为关系的经典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高等教育会显著推迟初婚年龄。

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在客观上产生的所谓“禁闭效应”，［17］进而带来初婚的自然推迟。不管

是教育还是婚姻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需要足够的经济支撑。而上学导致上述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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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角色受到限制，个人作为学生身份的在校时间延长，经济上也只能依靠父母支持，待学业完成

之后再考虑结婚才是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进入婚姻的时间被不断推后。［8］［11］［13］受教育水平的提升

还极有可能意味着个人婚姻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当前中国“80后”“90后”甚至“00后”普遍有着

较强的自由独立思想，晚婚乃至不婚趋势正在逐渐消解着传统的婚姻行为观念及模式，一些人不再

将结婚作为完整人生的必选项，［18］这也是导致初婚推迟的一个重要方面。

传统家庭经济理论认为每个人的劳动力投入都在家庭与市场两部门间的理性竞争与配置中追

求效用最大化。［7］受教育程度提升促进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无疑会提高个体在工作中的经济收益，反

过来选择婚姻家庭的预期效用减少，还会增加因结婚而在工资收入、职业发展、工作技能等方面产生

的机会成本，［19］导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推迟结婚时间。当然，这种现象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性别

专业化分工理论进一步提出一个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在市场劳动与家庭事务上具有相对优势，以

此按性别角色进行的专业化劳动分工能使夫妻双方的效用达到最大化。［20-21］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有了更强的竞争力，有更多时间和机会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得

到显著提高，经济上也不再依赖于丈夫的支持，从而能够逐渐摆脱传统家庭角色分工的束缚。因此

相比于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更可能偏好推迟进入婚姻。从传统文化观念看，中国家庭同样

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导致高等教育对女性婚姻推迟的影响要大于男性。［6］［22］高等教

育还会增加婚姻的搜寻时间和匹配难度，导致初婚时间推迟。［23］个体在教育水平提升的同时，进入婚

姻市场的年龄梯度和教育等级也在不断提高，而教育层次越高的群体人口规模越小，这使择偶的可

选范围缩小，找到适配对象的难度增加。特别对于女性群体而言，受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长期

影响，我国一直有着社会经济地位上“男高女低”、年龄上“男大女小”的差异化婚配秩序。高学历女

性往往受到年龄和教育层次的双重婚配挤压，［24-25］在择偶市场更容易处于不利地位，初婚推迟现象

更为显著。

也有部分研究和理论提出高等教育会促进婚龄人群进入婚姻。Oppenheimer的职业进入理论特

别强调现代社会中男女两性都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随着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高等教

育带来的经济潜力优势和职业发展前景逐渐取代传统的外表、个性和家庭背景，越来越成为婚配市

场的重要评价标准。［26-27］对于男性而言，高等教育奠定了婚姻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潜力，一直以来都对

促进更早结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Blossfeld等、Ono也认为只有在性别角色严重分化的社会中，受

教育程度才会与女性的结婚风险呈负相关。［28-29］而在现代社会，男女两性不再被传统工作和家庭角

色分工限制，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资源能够显著让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促进婚姻

进入。从婚姻回报的角度，高等教育的婚配优势还体现在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比如对下一代学业

表现和健康发展的积极影响。［30-31］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转变，中国的婚姻匹配模式在一定程度

上也越来越趋向教育的经济优势假说。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压力不断上升，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在婚

姻市场中更具竞争力，使高等教育对婚姻进入的正向作用愈发明显。［32-33］刘伯凡和刘叶还从结婚率

角度证实了该理论在中国婚姻市场的适用性，认为高等教育只是推迟人们进入婚姻的时间，并不意味

着导致不结婚，而反过来会让个体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更为明显，从而提高婚配效率和结婚率。［34］

综合来看，在影响婚姻形成的社会经济因素不断增多的复杂情境下，高等教育到底会在其中产

生怎样的效应及作用机制并最终是否导致婚姻推迟，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

不过，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可以发现既有关于高等教育如何推迟初婚的研究主要基于对实际初婚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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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察，这可能存在以下三个方面明显的局限：

第一，就教育本身而言，一方面，教育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获得更高水平教育不仅是人类不懈追求的发展目标，也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

另一方面，在考虑在校学生身份与丈夫或妻子角色不兼容的情况下，接受高等教育使人们真正进入

婚姻市场的时间整体发生了延后，从而改变了初婚风险发生队列的人口年龄构成。按照小学入学年

龄为 6岁计算，以 16~35岁高峰初婚风险发生年龄段为例，2000—2020年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9.1
年增加到 12.1年①，适婚队列的初婚风险实际发生起点从 15.1岁变为 18.1岁，人口年龄结构整体往后

推移了 3年，这必然导致初婚年龄的推迟。再以中国的学制为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科生、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毕业年龄分别普遍在21岁、22岁和25岁之后，这才是相应队列进入婚姻市场并发生初婚

风险的实际年龄基线。上述两个方面意味着高等教育对初婚推迟的影响既存在客观性，即教育本身

的发展不是问题，也有其必然性，即从发展的视角看，由教育提升造成的平均初婚年龄推后或许也是

随经济社会不断进步而会发生的历史必然，仍以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历史条件下普遍早婚的传统

视角看待现代社会初婚模式转变似乎不合时宜。而囿于初婚年龄则可能会高估高等教育的初婚推

迟效应以及中国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初婚整体推迟趋势，从而形成对初婚推迟现象的过度

焦虑。

第二，从现实层面来说，由于婚姻普遍发生在教育完成之后，接受高等教育对初婚的影响实际上

是在结束教育后真正进入婚姻市场直至结婚的一段时间，而非包含了学前期、上学期和择偶期多阶

段生命历程。初婚年龄中的前两个时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对固定的，以实际初婚年龄作为结果

变量更多体现的是受教育年限带来的自然推迟，无法解释高等教育对婚姻市场的实际影响。再从近

年来我国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和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动趋势看（见图 1），二者呈现出明显的异步化变

动特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快速增长始于 1999年高校扩招，而平均初婚年龄在 2010年之前一

直稳定在 24岁左右，近 10年来才迅速增加到 28.7岁。就影响的程度上看，即使理论上新进婚龄队列

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达到 100%，其进入

婚姻市场的实际年龄也远低于且不足以

解释当前持续走高的初婚年龄。因此，

从单纯的初婚年龄角度考察教育与初婚

之间的关系不仅难以估计高等教育对初

婚推迟的净效应，而且无法区分甚至低

估或排除到底是高等教育改变了初婚风

险新进队列的人口结构，还是改变了婚

龄人群的偏好、观念和行为模式以及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外在约束力对当前普

遍存在的初婚推迟态势的实际影响。

第三，在估计方法上，实际初婚年龄

已经将接受教育这一阶段时间历程包含

① 根据2000—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图1 1995—2020年我国受高等教育人口

比例和平均初婚年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上册）》和 1996—
2020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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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尤其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婚龄人口来说，上学经历几乎构成了生命前期的绝大部分。以初

婚年龄作为结果变量考察高等教育对初婚的影响，其内生性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导致高等教育

对初婚推迟作用的大小及方向可能出现偏差。

持促进论的学者主要立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婚姻市场和就业市场变化，重点关注高等教育引

致的外在社会经济效应对初婚进入的潜在影响，但这部分研究多限于理论演绎和框架分析，缺乏足

够的经验证据。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目前从“毕业-初婚间隔”角度考察教育引致自然婚姻推迟以

外的社会经济净效应的实证研究还比较鲜有。尽管国外有少量研究尝试过剔除受教育带来的结婚

时间自然推迟，从而更清楚地讨论个体进入婚姻市场后教育及其他因素对初婚的影响，但仍未得出

一致性结论，［35-36］既没有为现代社会婚姻匹配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经验证据，也难以客观反映中国教

育发展与婚配市场的实际状况。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拟以教育完成时间为初婚风险发生起点重新

探讨高等教育与婚姻形成的关系，以期对以往研究作出一些更新与补充，并试图为第二次人口转变

背景下的中国婚姻实践转变提供更加明晰的本土化解释。

2.研究假设

根据中国婚配市场的现实情境，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结婚成本和社会经济压力越来越高，

高学历愈发成为择偶的重要标准。高等教育很大程度能够带来更好的就业表现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更可能实现婚姻承诺，有利于提升夫妻生活品质与子女教育质量。［27］［30］［32］这些社会经济优势对于现

代社会的婚姻缔结显得格外重要，从而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在婚姻市场上有着更强的竞争力。

尽管从实际结婚的年龄看，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结婚时间会更晚。但在这个高等教育趋向普及化发

展和更加看重择偶双方社会经济条件的年代，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长期投资优势，会逐渐消除甚至扭

转学业时间上的自然推迟作用。

除此以外，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市场中年轻人择偶配对的教育同质性趋势增强，在高

学历人群中尤为明显，这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大大增加了结识同等学力层次异性的机会，使婚姻匹

配的难度更低，结婚可能性提高。［10］个体生命历程中年龄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符号，接受高等教育还

意味着自身婚育年龄的增长，加之中国父母普遍存在的催婚习惯，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毕业之后

可能加快结婚进度，甚至降低择偶标准以减少婚姻搜寻的时间和难度。据此，本研究的基本假设为：

假设 1：在剔除了上学带来的自然推迟之后，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毕业-
初婚间隔时间显著更短。

如前所述，在婚姻市场中，与受教育水平相关联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择偶婚配的关键。［27］［33］高

等教育包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三个学历层次，拥有不同学历层次在文化观念、经济潜

力、职业前景等各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婚姻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内部不同学历层次对初婚进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国传统的性别关系已经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性别平等意识觉醒，尤其是女性在社会、家庭、个人等各个领域的平等权利和独

立性显著增强。然而，受传统性别分工和家庭观念的长期影响，当前社会男女两性在劳动力市场和

婚姻市场还存在某些现实差异化挑战。一方面，即使是在同等教育水平下，男性更可能在工作场域

取得成功，其就业状况往往优于女性。［37］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在婚姻家庭领域，相比于女性，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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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群体身上仍有着更高的角色期待，需要承担主要的结婚成本和家庭经济责任。［3］［22］从这两个方面

考虑，在婚姻市场中，高等教育对于男性择偶及婚姻进入更加重要。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3：高等教育对不同特征群体初婚进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高等教育对男性群体初婚进入的

促进作用更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生于不同时代的群体结婚所要面

对的客观社会条件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导致对婚姻的客观

物质条件有了更高的追求。［33］特别是住房制度经历了从平均分配到市场化的变革，对婚姻的影响最

为明显。商品房时代，不断攀升的房价大大增加了结婚难度，成为男女双方婚姻抉择的主要考量。［32］［38］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 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大幅增加，

客观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竞争，［15］高等教育的就业优势随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变动而不断发生变

化，这自然也会影响婚姻市场上的择偶竞争力。因此，本研究作如下假设：

假设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对于不同时代出生队列的居民初婚进入的影响不同。

为检验上述假设，并重新探讨教育水平提升与初婚推迟间的内在联系，本研究将围绕以下三个

方面展开：首先，利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描绘实际初婚年龄和毕业-初婚间隔两种不同测量方式

下的初婚风险曲线，初步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下初婚风险的变动趋势和特征。其次，从毕业-初婚间

隔角度出发，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影响初婚进入的潜在差异，为深入审视与理

解当代人口婚姻行为转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最后，从性别、学历层次、出生队列等角度

出发，探究高等教育对不同群体初婚进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解决复杂社会经济情境中

的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等社会治理与人口公共难题提供实证参考。

三、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1.模型构建

本研究主要探究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的影响，初婚风险的发生实际上是一个历时事件。在截面

数据中会有观测样本在观察时点没有结婚，并且在未来何时结婚也不确定，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部分数据“右删失”的问题。生存分析中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基准风险函数的形状没有限制，模型

假定也比一般参数估计模型更加宽松，能够在不删除截尾数据的条件下分析影响风险发生及持续时

间的各种因素。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将采用适用性较广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实证检验高等教育

对初婚进入的影响，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hi ( )t，x = h0 ( )t exp ( )β1educationi + β2xi2 + ⋯ + βk xik （1）
hi ( )t，x 表示个体 i在历险时间为 t时的初婚风险函数，本研究中的历险时间具体指从个体毕业时

点算起的未婚持续时间，以毕业至初婚发生或调查截止日期的时间计算，单位用“年”表示。h0 ( )t 表

示全部解释变量都取值为 0或者标准状态下的基准风险函数。exp ( β1educationi + β2xi2 + ⋯ + βk xik )
为以实数 e为底的指数函数。educationi为本研究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未接受

过高等教育赋值为 0，接受过高等教育赋值为 1），xi2…xik为控制变量，分别通过回归系数 β1、β2…βk来
解释其影响的方向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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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包括 2010
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和 2021年共 5期混合截面数据。CGSS项目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

性、连续性调查项目，调查范围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真实

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CGSS数据库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

包含个人婚姻、教育、就业、家庭等方面的详细信息，能够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

本研究根据分析策略和研究模型的需要，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研究对象为婚龄人群，参考以

往文献和中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将样本的年龄范围限定在 15~50岁之间；本研究主要考察高等教

育对学业完成后进入婚姻市场直至初婚发生这一段时间经历的影响，因此仅保留已获得最高学历且

最高受教育程度处于毕业状态的非在读居民样本；剔除其他初婚经历和教育经历等重要变量存在缺

失值或异常值的无效样本。此外，尽管大多数样本都选择在学业完成之后再结婚，即最高学历获得

时间在初婚发生之前，但仍不排除在上学期间结婚或结婚后再提高学历的情况，这部分样本不符合

研究目的，还可能会对统计模型造成干扰，故将其排除（占每期清洗后样本的 6%左右）。最终得到

14 938个有效分析样本。

3.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初婚风险，包括初婚状态和毕业-初婚间隔，以表征个体完成学业后进入

婚姻市场直到初婚的这一段时间，目的是剔除上学的自然时间延后对初婚推迟造成的内生影响，从

而考察教育导致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初婚进入的净效应。CGSS数据详细记录了“您的出生日期是什

么？”“您已完成的最高学历是在哪一年获得的？”“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您第一次结婚的时间是？”

等信息。初婚状态中已经历初婚风险定义为“1”，未发生初婚风险的未婚样本定义为“0”。毕业-初
婚间隔由初婚年份与最高学历完成年份相减得出，对于在调查时期未发生初婚事件的样本，则以调

查年份为止的持续时间来定义毕业-初婚间隔。考虑中国的学制，通常每年的 6月份为毕业季，因此

还需要将初婚年与毕业年的差值分别加上 1后纳入分析模型，以避免毕业后当年结婚使二者差值出

现 0的情况。此外，为刻画不同测量方式下高等教育对初婚的差异性结果，本研究还在模型中加入

被解释变量实际初婚年龄作为比较，通过初婚年份与出生年份的差值获得。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设置为二分类变量。参照组未接受过高等教育

（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等）赋值为 0，实验组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大专、本科、

硕士和博士）赋值为1。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对初婚风险的竞争性解释，笔者参考陈滔、杨克文和李光勤、朱州和赵国昌的

研究成果，［14-16］选取个人的个体特征变量、社会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来看，

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男性为 1，女性为 0）和年龄（接受调查时的实际年龄）；社会特征变量包括政

治面貌（党员为 1，非党员为 0）和户口类型（非农业户口为 1，农业户口为 0）；家庭特征变量包括父辈

受教育年限（父母中最高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为 1年、小学为 6年、初中为 9年、高中为 12年、大专为

15年、本科为 16年、硕士为 19年、博士为 22年）和父辈政治面貌（父母至少一方是否为党员，党员为

1，非党员为0）。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样本特征如表 1所示。在有效分析样本中，已经发生过初婚风险

的被访者比例为 77.741%，平均在学业完成之后的 6.547年进入婚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被访者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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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29%，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有近七成婚

龄人口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被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35.082岁，性别比例较为均衡，约 54.1%的受访者拥

有非农业户口。父辈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883年，比

子女受教育水平明显更低，而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身份的比例（19.126%）则略高于受访者一代的比例

（10.758%）。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初婚进入的生存曲线分析

笔者首先绘制全样本初婚进入的Kaplan-Meier
生存曲线，直观展示不同受教育程度下初婚风险的

差异和变化特征，如图 2和图 3所示。按实际初婚年

龄计算的初婚风险曲线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

初婚生存曲线呈明显的梯度差异（见图 2）。受教育

程度越高，初婚风险概率越低，初婚的实际年龄越

晚，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13］

然而，按毕业-初婚间隔计算的初婚风险曲线显

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风险概率越高，生存曲线下

降更快（见图 3）。也即在完成学业真正进入婚姻市

场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反而结婚越快。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婚姻市场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三者间初婚风险的差异要小于按实际初

婚年龄计算的初婚风险。高等教育与高中及以下的初婚风险存在明显差异，但在毕业后 10年左右

差距逐渐缩小。

图2 按实际初婚年龄计算的不同 图3 按毕业-初婚间隔计算的不同

受教育程度初婚风险曲线 受教育程度初婚风险曲线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样本特征

变量

初婚状态（初婚=1）
毕业-初婚间隔

初婚年龄

高等教育（是=1）
性别（男性=1）
年龄

出生队列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年及以后

政治面貌（党员=1）
户口类型（非农业户口=1）
父辈受教育年限

父辈政治面貌（党员=1）
数据时期

2010
2013
2015
2017
2021

均值/百分比

77.741
6.547
24.645
32.929
50.442
35.082

18.430
31.457
33.592
16.521
10.758
54.057
7.883
19.126

25.519
24.019
17.700
20.839
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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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测量方式的初婚风险曲线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影响，更进

一步说明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重新讨论教育水平提升与婚姻推迟间关系的必要性。

2. Cox比例风险模型拟合结果

高等教育影响初婚进入的Cox比例风险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2所示。从模型（1）到模型（4）可以看

出在依次加入个人的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样本调查年份等控制变量后，高等教育对初

婚风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在完成学业进入婚姻市场之后发生初婚的

概率，要显著高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也即高等教育显著缩短了毕业-初婚间隔，促进更快进

入婚姻，本研究的基本假设得到验证。与此同时，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拟合系数均有所增大，

意味着忽视个体和家庭差异会低估高等教育的婚配优势。

表2 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结果（N=14 938）
变量

高等教育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户口类型

父辈受教育年限

父辈政治面貌

2013年数据

2015年数据

2017年数据

2021年数据

毕业-初婚间隔

模型（1）
0.427***

（0.021）

-0.085***
（0.026）
-0.124***
（0.029）
-0.130***
（0.027）
-0.253***
（0.034）

模型（2）
0.527***

（0.025）
-0.407***
（0.019）
0.013***

（0.001）
0.328***

（0.031）
-0.206***
（0.021）

-0.082***
（0.026）
-0.138***
（0.029）
-0.139***
（0.028）
-0.295***
（0.034）

模型（3）
0.498***

（0.023）

-0.074***
（0.009）
0.092***

（0.025）
-0.077***
（0.026）
-0.113***
（0.029）
-0.112***
（0.028）
-0.234***
（0.034）

模型（4）
0.560***

（0.026）
-0.409***
（0.019）
0.011***

（0.001）
0.325***

（0.031）
-0.184***
（0.021）
-0.048***
（0.009）
0.053***

（0.025）
-0.076***
（0.026）
-0.131***
（0.029）
-0.127***
（0.028）
-0.281***
（0.034）

初婚年龄

模型（5）
-0.809***
（0.021）

-0.073***
（0.026）
-0.130***
（0.029）
-0.152***
（0.027）
-0.270***
（0.034）

模型（6）
-0.562***
（0.025）
-0.480***
（0.019）
0.017***

（0.001）
0.159***

（0.031）
-0.383***
（0.021）
0.070***

（0.009）
0.037

（0.025）
-0.078***
（0.026）
-0.164***
（0.029）
-0.172***
（0.028）
-0.350***
（0.034）

注：表中报告的是拟合模型的回归系数及其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在以实际初婚年龄为测量标准的初婚风险模型（5）和模型（6）中，高等教育的拟合结果显著为负

向，表示接受高等教育会使初婚的发生概率约变为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57%（=e−0.562），即初婚风险发

生概率下降43%左右，表明教育会带来显著的婚姻推迟效应，这与杨克文和李光勤、朱州和赵国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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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相吻合。［15-16］

控制变量的拟合结果显示：以模型（4）为例，在完全进入婚姻市场后，女性发生初婚风险的概率

要比男性高34%左右；初婚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显著升高；与非党员相比，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初婚风

险显著更高；与农业户口的个体相比，非农业户口的个体初婚发生概率显著低 16.8%；父母受教育水

平越高，初婚风险发生概率越低；拥有党员身份的父母，其子女初婚概率显著更高。这些结果与既往

研究结论一致，初婚进入会受到个体特征、社会因素和家庭特征等综合因素的复杂影响。［11］［13］从观测

时期的影响看，相对于 2010年基期年份，初婚发生概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显著降低，这也印证了

近些年来不断增强的初婚推迟态势。［22］除此之外，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出在考虑婚姻市场净效应的前

提下，上学自然推迟以外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初婚推迟造成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

两组模型拟合结果的差异对比意味着在剔除了上学带来的自然时间推迟效应后，接受过高等教

育的个体初婚发生概率显著更高，可能会更快进入婚姻，而非教育提升导致初婚的完全推迟。其原

因与实践逻辑可能有以下三点：

首先，从教育回报的角度，高等教育会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优势效应。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的个体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得更稳定的工作、更可观的收入以及更高的社会地

位评价，有着明显的社会经济优势和未来发展潜力。［39-40］在中国社会婚姻观念和消费模式的当代变

迁下，从结婚的老“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到新“三大件”（房子、车子、票子），人们对婚姻的

物质基础有了更高的要求，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条件越来越成为择偶婚配市场中的重要评判

标准，［32-33］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在婚姻市场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会更快地进入婚姻。这也印证

了Oppenheimer提出的婚姻寻找理论以及教育带来的婚配经济优势假说。［26-27］

其次，从结婚率的角度，中国的文化观念一直以来都有着结婚传统，尽管当前年轻人的结婚年龄

在不断推迟，但并不意味着终身不婚，普婚仍是中国人口婚姻的一个突出特点，终身不婚率依然很

低。［41］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接受高等教育与否，每个人终将陆续进入婚姻。模型（4）也表明随着年龄

的增加，初婚风险显著提高。在结婚传统的牵引与催促作用下，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着

急结婚相比，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通常毕业年龄就大，通俗上讲“正所谓三十而立，都老大不小了，

该抓紧时间成个家了”，加上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优势也给予了一定条件，会更快也更急于进入婚

姻，［42-43］这体现为高等教育导致的年龄追赶效应。笔者还对此进行了一定验证，拟合了获得最高学

历的毕业年龄也即正式进入婚姻市场时的年龄对初婚风险的影响（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在表

格中具体展示）。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毕业年龄每增加 1岁，初婚发生概率就会显

著增加 11.9%（=e0.113）。因此，这一群体接受高等教育后很快结婚的现象往往被实际初婚年龄遮蔽，

他们虽然毕业年龄晚，但真正进入婚姻市场后反而会加快结婚进程，形成不同幅度的追赶效应。

最后，从婚姻搜寻的角度，接受高等教育还可能产生积极的同群社交效应，降低婚姻搜寻难度，

促进婚姻进入。出于上学对结婚造成客观“禁闭效应”的考虑，统计模型通常将其量化为固定的时间

阶段。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接受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像关禁闭一样完全被学校限制。大学青年正

值青春年华，恋爱交友愈发自由化、普遍化、公开化，只是鉴于学生与家庭身份的不兼容而没有正式

结婚，多数情侣在学业完成后便会选择很快进入婚姻。［44-45］大学也是由学生向成人的过渡时期，学

生与社会多重角色共同发生作用，逐渐积累的社交网络和人际资源可能对婚姻匹配产生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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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46-49］尤其是在以教育同质匹配为主导婚配模式的中国婚姻市场中，［50］相对于没有上大学而直接

进入相亲市场，上大学产生的同群社交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婚姻搜寻的难度和时间，从而更容

易找到合适的配偶并更快进入婚姻。

3.稳健性检验

Cox比例风险模型属于半参数模型，主要应用于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的估计，对基准风险

h0 ( )t 的分布假设也较参数模型更为宽松，在处理大量生存时间相同的样本数据或者不满足等比例风

险假定的变量时可能存在拟合偏误。基于此，笔者还将采用单参数指数回归模型、威布尔回归模型、

冈珀茨回归模型等几种常用的参数生存

分析模型对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

检验，［51］分别如表 3中模型（7）至模型

（9）所示。由检验模型结果可知：尽管由

于各参数回归模型对研究样本的生存时

间的具体分布特征有一定要求，不同生

存分析模型拟合出来的结果大小可能存在些许差异，但结果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均与Cox比例风险

模型拟合结果保持一致，均显示高等教育显著正向影响初婚风险，缩短毕业-初婚间隔，说明上述结

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4.异质性分析

婚姻是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矛盾统一，会受到社会、经济、家庭和文化等复杂因素的强烈影

响。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由于文化观念、角色分工、价值期待、结婚

成本、经济条件等的不同，男女两性、不同学历层次和代际间婚姻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特征，接

受高等教育所起的促进作用可能存在一定差别。因此，为进一步分析不同人群中高等教育对初婚进

入影响的具体差异，笔者将从性别、学历层次和出生队列等角度考察接受高等教育对不同群体初婚

进入风险的异质性效应（见表4）。

表4 分性别、学历层次、出生队列的初婚风险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专科

本科

研究生

控制变量

N

模型（10）
女性

0.494***
（0.042）
0.537***

（0.049）
0.928***

（0.127）
控制

7 403

模型（11）
男性

0.579***
（0.046）
0.623***

（0.046）
0.791***

（0.114）
控制

7 535

模型（12）
“60”后
0.719***

（0.079）
0.851***

（0.091）
0.548*

（0.282）
控制

2 753

模型（13）
“70”后
0.487***

（0.050）
0.510***

（0.055）
0.725***

（0.154）
控制

4 699

模型（14）
“80”后
0.481***

（0.051）
0.531***

（0.053）
0.855***

（0.119）
控制

5 018

模型（15）
“90”后
0.327***

（0.118）
0.347***

（0.134）
1.147***

（0.350）
控制

2 468

分学历层次和性别样本的初婚风险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尽管接受高等教育都能给男女两性带来

显著的初婚优势，但不同学历层次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婚姻市场中，拥有专科与本科学历人群的

表3 初婚风险稳健性检验（N=14 938）
变量

高等教育

控制变量

模型（7）
指数回归

0.317***
（0.026）

控制

模型（8）
威布尔回归

0.608***
（0.026）

控制

模型（9）
冈珀茨回归

0.484***
（0.029）

控制

11



POPULATION
JOURNAL

page

优势差异不大，研究生学历相对于前两者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从性别异质性上看，相对于女性，高

等教育对男性的初婚优势在专科和本科层次体现更明显。尽管教育同质婚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女

性的教育背景也在逐渐成为重要的择偶标准。但是，当代中国的婚姻实践仍受到传统家庭婚姻模式

中性别差异化期待的深刻影响。［52］与女性相比，男性通常承担着更多的成家立业责任期待，导致社会

经济地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对男性群体婚姻进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具

有更大的初婚优势，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往往在婚姻市场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但这种

情况在研究生学历层次出现逆转，表现为女性的初婚风险更高。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女性接受高等

教育的速度迅速增长，男女两性的教育差距缩小，高学历女性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家庭禀赋逐渐成为

就业市场和婚姻市场中的竞争优势。［53］另一方面，传统思想观念也在伴随教育层次提升而转变，同时

上学对婚育年龄的挤压效应促使女性比男性更可能降低择偶标准，［54］由此产生高学历同质婚和女性

向下婚并存的社会新现象。［55］因此，在研究生群体中，高等教育对女性的初婚进入有更为明显的促进

作用。

高等教育对初婚风险的影响还表现出了明显的队列异质性，如模型（12）至模型（15）所示。分出

生队列的初婚风险异质性结果显示随着人口出生队列的推移，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学历层次对初婚

风险的显著正向影响在减弱，而研究生学历层次的婚配优势却在显著增加。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

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变化和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大学生就业受到严重冲击，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率

在降低，［56］导致大学生在婚姻市场中的社会经济相对优势有所减弱。同样面对日益上升的社会经济

压力和结婚成本，研究生学历层次不断增加的婚配优势逐渐显现。

在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当前中国的婚姻行为模式是多样化的。高学历在婚姻市场中

仍处于优势地位，但不同类型人群身处不同的婚姻市场情境，其婚姻行为都受到中国特有文化属性、

社会经济条件、教育发展扩张以及劳动就业市场状况等复杂因素的具体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在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为劳动就业与经济发展提供动

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中国的婚姻市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教育背景和

社会经济条件越来越成为建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基础。当前普遍存在的初婚推迟现象对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造成了持续挑战，需要重新审视教育与婚姻之间的关系，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境下的

人口婚姻行为转变提供有力新证据。本研究基于CGSS2010—2021年 5次调查数据，采用Cox比例风

险回归模型，从“毕业-初婚间隔”视角实证分析了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首先，在剔除了上学带来的自然推迟效应之后，高等教育显著正向影响初婚风险，毕业-初婚间

隔明显更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在完成学业进入婚姻市场后初婚的发生概率显著更高。这一

研究发现与Oppenheimer、於嘉和谢宇、刘伯凡和刘叶的研究结果相符。［27］［32］［34］高等教育的“禁闭效

应”最终会转化为婚配市场中的社会经济优势效应、年龄追赶效应和同群社交效应，促进年轻人更快

进入婚姻。在当前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长久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境下，高等教

育愈发凸出的婚配优势会逐渐抵消甚至扭转上学对初婚造成的自然推迟，单纯从初婚年龄角度推测

教育与婚姻的关系无法估计出高等教育对初婚推迟形成的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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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的显著正向影响在不同性别、队列以及教育层次人群中存在异质性

影响。专科与本科学历初婚优势效应差距较小，研究生学历相对于前两者具有明显的婚配优势。相

对于女性，高等教育对男性的初婚优势主要体现在专科和本科两个学历层次，但在研究生学历层次出

现逆转。这与宋健和范文婷、杨克文和李光勤、卿石松的研究结论相符，［10］［15］［55］可能是不同性别和学历层

次人群间社会经济条件、婚姻观念和生活成本等差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另外，需要予以关注的

是：随着人口出生队列的推移，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层次对初婚风险的显著正向影响在减弱，研究生

学历层次对初婚风险的显著正向影响增加。当前中国教育扩张与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专科和大学

教育层次的婚配优势一定程度被削弱。然而，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中，性别差异化婚姻期待

与女性向上婚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影响深刻而长远，社会经济压力和结婚成本不断增加，更加凸

显出高等教育优势效应对于结婚的重要性。

最后，教育发展使真正进入婚姻市场的人口队列年龄整体发生延后，需要以发展的现代视角客

观看待当前中国较为普遍的初婚推迟现象，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形成实际初婚年龄推迟的必然规

律。［34］可以在生理特性的基础上，根据人口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重新定义“适婚年龄”和“适婚

人口”，从而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从当前初婚年龄推迟的程度和速度看，经济、社会和文化

等外在约束力逐渐超越上学的自然推迟效应，成为当代中国初婚年龄推迟的主要动因。本研究的结

论为解释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的婚姻实践提供了新的实证分析证据，也为促进适龄婚育提供了政

策指向。一方面，完善多类型多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全面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质量，健全同劳动力

市场需求与结构变动相协调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与就业性别公平；另一方面，

急需健全婚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子女普惠抚育配套，降低结婚和生育成本，积极探索房地产发展新

制度新模式，加大满足当代年轻人居住需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保障刚性住房需求，大幅度减

轻年轻人的社会经济压力，尽快缓解外生社会经济因素及其引致的内生性思想转变对初婚快速推迟

的影响。

本研究立足婚龄群体进入婚姻市场的实际生命历程，从毕业-初婚间隔这一独特视角重新审视

了高等教育与初婚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了高等教育在当代婚姻与家庭建构中愈发重要的优势

效应。本研究的发现打破了学术研究对教育与婚姻关系的惯常认知，真实反映了当今中国婚姻市场

的普遍现象和变动趋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变迁对婚育行为的交织影响，为解释中国社会

经济语境下的婚配行为和婚姻市场状况提供了有力新证据，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其背后的作用机

制还期待更多的学者作出理论阐释和经验证据上的补充。后续的研究需要从历史、现实与发展多

视角讨论教育发展与婚姻推迟间的关系，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更多关注人们面临的社会经济

因素对婚姻行为和观念的实际影响。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应深入反思西方经典人口和经济理论对于

中国婚姻和家庭的适用性，构建符合中国底层逻辑的本土化知识体系，刻画并解释第二次人口转

变背景下的婚姻推迟现象、特征与趋势，以中国优势的独特智慧去观察和解决婚育行为转变重大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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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First Marriage
——New Evidence from CGSS 2010-2021 Data

LU Jiehua1，2，SUN Yang2
（1.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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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socioeco⁃
nomic condition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marriag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the widespread delay of first marriage poses a continuous challenge to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in China.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postponement of first marriage age，such as
ignoring the objectiv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the difficulty of endogenous measure⁃
ment model，the inability to explain the actu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the marriage market，unable to provide
stro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marriage matching mechanism in modern society，nor objectively reflec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marriage market in China，and th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marriage needs to be re-examined. Based on CGSS 2010-2021 data，this paper
further takes the highest graduation time as the observation point，and explores the net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 other than the natural delay of first marriage brought by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dimension of the
interval from graduation to first marriage by using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excluding the natural delay of schooling，higher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the risk of first marriage and shortened the interval from graduation to first marriage. This result still
held true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lockdown effect" of school will eventually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socioeconomic advantage effect，the age catch-up effect and the same group social effect in the
marriage market，which to some extent promotes young people to enter marriage faster. Compared with
junior college and undergraduate graduates，people who graduate degree have more obvious advantages in
entering marriage. Compared with women，the advantage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men in entering marriage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evel of junior college and undergraduate degree，but it is reversed in the level of
graduate education. With the passage of birth cohort，the marriage advantage of junior college and under⁃
graduate degree level is weakened，while the marriage advantage of graduate degree level is enhanced.
Under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rriage culture，the advantages of high education in
marriage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which gradually offset and even reverse the natural delay
caused by schooling. The external binding force of 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gradually surpasses the
natural delay effect，becoming the main motivation for the delay of the first marriage 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e the inability to estimate the net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first
marriage pur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tual age of first marriage，and provide a strong new evidence
and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marriage behavior and marriage market situation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 of China.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First Marriage，Marriage Market，Surviv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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